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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透视

泛污名化: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表征
张 昱，杨彩云

(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污名现象渐趋严重，出现了污名现象不断增多、污名对象不断泛化、污名内容逐渐多
样、污名关系愈加交错复杂的泛污名化趋势，并同时呈现出一般污名、交错污名、内隐污名、突发污名与常态污名并存、公众污名
与自我污名相分离等新特性。究其根源，在于社会转型期个体风险日益增大，且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下的知识隔离使个体对风险
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相对弱化，同时陌生人社会中的价值冲突、信息化的张力等因素也共同加剧了不信任的转移与扩散，进
而促进了泛污名现象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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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60 年代初戈夫曼等西方社会学家对污名
展开专门研究以来，污名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重

要内容之一。中国学术界对污名的内涵、外延、特征、
过程等内容作了较深入探讨，并主要就疾病污名( 如

“艾滋病”)、身份污名( 如“农民工”)、性别污名( 如“女
博士”)、职业污名( 如“公关”)、种族和地域污名( 如
“河南人”) 等众多污名现象展开了较广泛的研究。但
这些研究大多沿用西方学者的解释路径，对当代中国

社会转型期污名现象及其发展趋势的本土解释相对较

弱。污名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呈现出怎样的特
征，其生成机制和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本文拟对此作一

讨论。

一、多元化:泛污名化的基本特征

污名( stigma) 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用以指称
当时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的某种标记或印迹，

以表明他们身份低下或社会名声之耻。1963 年，美国
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首先对污名展
开专门研究。他认为，污名是一种社会特征，该特征使
其拥有者在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中身份、社会信誉或
社会价值受损［1］( P12)。此后，众多学者尤其是社会心理
学家对污名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Crocker( 2004 年)

认为，受污者拥有某些特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所标示

的社会信息在施污者的文化氛围中是被贬损的; Corrig-
an( 2005年) 则把污名看作是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两者
构成的统一整体。这里，前者是指社会大众对受污名
群体的刻板印象，后者则是随着公众污名产生而出现

的受污者的自我贬损，其对“自我低评价”和“自我低效
能”的认可。Link和 Phelan( 2001年) 又将污名分解为
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
等几个要素组成的集合体［2］。
因此，一般的污名是社会大众给某些具有特殊属

性、特质的个体或群体贴上负面的、贬损性和侮辱性的
社会标签，它不仅使受污者对这种贬损产生认同进而

形成自我贬损的心理，也导致社会大众对受污者产生

歧视和排斥的结果。相应地，污名化( stigmatization) 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更多关注受污者由于其所拥有的

贬损特质，而在社会中逐渐丧失其社会身份、社会信誉
和社会价值，因而遭受社会区隔与社会歧视的过程。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 N． Elias) 在研究“胡格诺
教徒”时，首先关注到了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
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污名化过程。显然，污
名化体现了施污者对受污者的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

系，它通过前者对后者加诸一种刻板印象进而形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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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社会贬损和歧视来构建双方的互动关系，体现

了群体之间的一种社会不平等。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污名化现象

亦不断增加与扩展，出现了个体自我或群体自我、个体
之间或群体之间，或自我赋予，或相互赋予负面的、嘲
弄性的、侮辱性的标签和特性的现象，并由此导致了污
名现象不断增多、污名对象不断泛化、污名内容逐渐多
样、污名关系愈加交错复杂的污名化等新趋势。同时，
社会大众在对这种泛污名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和强烈的

同时，却存在受污者自身的心理感知相对弱化的趋向，

进而影响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群体认同。这种
现象，我们将其称为泛污名化。有以下主要特征:

1．从特殊污名到一般污名。当前，中国正处于社
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类型的污名现象层出不穷，并

出现了从传统的特殊污名向当代的一般污名发展的趋

势。即受污者的对象范围扩大、人数剧增，污名指涉内
容多样，且呈现出由传统的个人污名向当代的组织污

名、职业污名的发展趋向。首先，从受污者的数量看，
传统的污名主要是针对数量有限的特殊人群的种族污

名、疾病污名，泛污名化则除了针对这些特殊群体之
外，还存在更大范围、更一般群体的普遍污名。如农民
工群体、问题学生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女博士群体、80
后和 90后群体、河南人、安徽人等。其次，从污名的内
容看，传统污名主要关注受污者的某一具体特质( 如残

疾、疾病) 或社会心理现象，泛污名化则扩展到社会成
员众多方面的特质，如认知、情感、行为表现、选择偏
好、社会生活等，形成了身份污名( 流动人口污名)、性
别污名( 女博士)、职业污名( 公关“攻关”、教授“叫
兽”、记者“妓者”)、组织污名(“三鹿集团”)、地域污名
( 河南人) 等。再者，从污名的类型看，传统污名主要是
个体污名或某一群体中的一些个体或成员的污名，泛

污名化则从个体扩展到其所在的组织乃至职业，形成

组织污名、职业污名。组织污名针对的是一个社会组
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针对社会上一些比较知名的

或者规模较大的企业，这个组织被社会大众认为存在

较大缺陷而失去信任，并获得社会的消极评价，组织污

名所产生的消极效果要远远大于个体污名，严重的可

能引起组织的解体。职业污名或行业污名是社会公众
对某一个体言论的负面评价扩散到其所属的此类职业

或其所在的整个行业被污名化的状况，即所谓污名的

晕轮效应。
2．从单向污名到交错污名。在污名的形成过程
中，受污者与施污者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分布和整体
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以致伴随着传统污名向泛污名化

的发展，出现了从单向污名向交错污名的变化趋势。

即传统污名更多的是社会强势群体、主流群体对非强
势群体、非主流群体的贬损和侮辱，呈现出单向度、一
元化的污名关系。而泛污名化则不仅包括社会强势群
体、主流群体对非强势群体、非主流群体的贬损和侮
辱，也包括非强势群体、非主流群体对强势群体和主流
群体的嘲弄与讽刺，甚至包括大部分社会公众———不
分阶层、地位———都无一例外地参与到相互污名的过
程中来，从而形成一种交错污名的多元格局。
交错污名的出现无疑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首

先，施污者通过对被污名对象的贬损，提高自己或所在

群体的相对满足感、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成就感，提高自
我与群体成员的自尊。其次，通过污名他人来满足个
体和群体的需要———限制受污者的机会，增强对污名
对象的控制度，提高自我对未知事物的可控感和可控

程度，缓冲对现实的焦虑和威胁感，从而形成对他人的

漠不关心、社会隔离和社会排斥，使之在社会机会、社
会资源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大的差异化，加剧社

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3］。再者，污名关系的变换，更反
映出社会权力关系运作逻辑的变化。在污名的动态建
构过程中，以往社会存在的森严的等级体系、固化的阶
层隔离和单一价值体系逐渐被消解，代之而起的是更

加开放的社会结构、流动的社会阶层和多元的价值取
向。在这种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中，普通大众获得更
多的话语权力，有机会和能力对各种社会事件、各类社
会群体阐述个人见解。因此，不同的污名推动者和实
施者通过各种渠道对自我选定的对象进行污名建构，

从而形成社会大众普遍参与的交错污名格局。
3．从外显污名到内隐污名。从污名的隐匿性上
看，传统污名主要针对的是受污者的身体、精神方面的
疾病或其他较为明显的表面特质而产生的外显污名。
泛污名化则在此基础上，主要针对社会成员较为内在

的言语、知识、行为、职业、阶层、出生年代( 80 后、90
后)、地域等隐匿性特质，形成了内隐污名。
相对外显污名而言，内隐污名更具深入的特质，这

表现在污名的内容、对污名的感知、污名对人际交往的
影响等方面。从污名的内容看，外显污名是直接显现
的，是伴随着社会交往而产生的即时污名，如面部畸

形、身体残疾、肥胖容易迅速形成污名; 内隐污名中的
内容则是间接显现的，需要双方的深入交流和互动才

能显现，是在社会交往之后才产生的滞后污名，如同性

恋、瘾君子由于容易隐藏而便于规避。从受污者对污
名的感知看，在外显污名中，受污者因污名特质显现而

产生对污名的直接感知，加重了受污者负面的主观反

应;在内隐污名中，受污者则因污名特质的隐匿而不会

产生对污名的直接感知，降低了承受污名的心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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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交往程度的加深，外显污名特

质因持续接触使得污名标志变得习以为常，对污名的

感知从一开始的严重变得越来越削弱; 内隐污名标记

则会因为逐渐显现而愈来愈明显，使得对污名的感知

从一开始较为轻微而逐渐加重。从污名对人际交往的
影响程度看，外显污名因其可见性使得大众能够明显

辨别被污名对象的污名特质对自己可能造成的风险，

长期来看，会使之对人际交往的干扰性逐渐减小;而内

隐污名则因其隐匿性而使得互动一方很难把握污名特

质的社会风险，增加了风险控制的难度，在交往过程中

产生干扰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
当然，外显污名和内隐污名不是完全隔离的，二者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是缘于内隐污名
具有隐匿性，所以只有随着社会交往加深，污名特质逐

渐呈现，或受污者自己暴露相关信息后，他人才会对其

形成污名化。这时，内隐污名就转化为外显污名，污名
代价的特征也就由以前自我可控性为主变为不可控性

为主。对此，部分行动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有意识地
选择隐匿污名的实践策略。

4．常态污名与突发污名并存。从污名发生的机理
上看，传统的污名主要是以常态污名为主，即污名的对

象主要是长时期内一直受到社会普遍污名的现象，如

疾病污名( 艾滋病) 等。艾滋病污名无疑是一种典型的
常态污名，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此作了广泛而深入的

研究。作为一种被污名化的疾病，由于其高致死率、多
途径传染和在目前不可治愈的特征，在世界各地引发

了社会恐惧、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所以对艾滋病的污
名给艾滋病患者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痛苦，更多的

是社会资源的剥夺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4］。在当代中
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常态污名得以发展，系由于原有社

会支持体系的功能弱化，人们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强，一

些突发事件也可能导致个人或组织的污名化，使得最

初对于突发事件的污名逐渐延伸到对与之相关的人、
群体、组织、机构、制度的污名。如由于个别专家、教
授、记者的不当言行引起反感而把这些职业分别污名
为“砖家”、“叫兽”、“妓者”;“三聚氰胺”事件引发民众
对所有国产奶粉企业甚至整个食品行业的不信任等。
从污名特性上看，常态污名具有可见性、可控性和

危害性;突发污名则在导致正面形象贬损的同时，具有

“快速传染性”和“不易消除性”。即所面对的风险还没
有调查确认之前已经通过现代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传

播，影响的不仅是事件本身，甚至可能波及其所在的整

个行业和地区。而且污名一旦形成，极易形成一种文
化偏见，使之对污名的关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从发展态式看，常态污名的发展路径是贴标签、刻板印

象、认知分离、情感反应和地位丧失或歧视［5］( P263) ; 突发
污名的步骤则是危险暴露与依靠常识和直觉的风险感

知、风险识别与过分解读、风险的社会规避与信任地位
丧失、危险标签的文化固着与秩序确定［6］。从产生后
果上看，常态污名引发人们态度上的贬损、心理上的反
感、行为上的拒斥; 突发污名带来的影响则远甚于此，
在产生社会排斥的同时，还可能引发社会恐慌乃至公

共危机，导致带有明确政治诉求的群体抗议，推动制度

调整或秩序重构。
5．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分离。在传统污名中，污
名是由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即
社会大众在对某一个体或群体进行污名贬损和“贴标
签”的同时，受污者自身对污名特质产生自卑、羞愧和
耻辱，对公众污名产生一种强烈的主观感应和自我认

同。受污者在遭受社会排斥或社会区隔之后，会不断
强化污名的自我意识和定向评价，从而带来更多的自

我嘲弄、自我贬损和妄自菲薄，使其情绪低落、意志消
沉、尊严降低，有可能引起社会上不同阶层、群体之间
的对立和冲突。
而在泛污名化过程中，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逐渐

分离。部分污名者依然会受到公众污名的影响，产生
“自我低评价”和“自我低效能”的自我污名，但也出现
了部分污名者自我贬低的消极知觉逐渐淡化的趋势。
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生活中公众污名的消极后果，受

污者自身通过积极的印象整饰来隐匿污名。即通过有
意识地隐匿身份、限制接触、保持社会距离、改变行为
等方式去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使自己

的行为表现符合社会期望和角色要求，以消解公众污

名;另一方面，伴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

型和社会转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格局不断重

组，利益主体的道德选择不断分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

不同文化不断交融和相互激荡，传统的一元化价值体

系逐渐消解，异质性、多元化的价值标准正在形成; 加
之具有“时空抽离性”的现代传媒技术不断呈现多样化
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使人们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
的心态承认和尊重社会生活中多样性的存在意义。

二、信任危机:泛污名化的衍化逻辑

泛污名化现象的出现，既是社会信任缺失的外在

表现，也是社会信任缺失的深化发展。社会信任缺失
致使人们的行为趋向两个方向:一是内敛化，如不和陌

生人说话、不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等; 二是过度张扬，
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等。而这两种行为取向都以污名
为前提。

1． 风险社会、知识隔离与个体片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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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既包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转型，也包括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使

得中国社会既面临传统社会的危险，也面临现代社会

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同时还面临传统社会、现代社
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身处于社会转型
期，个体需要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多，错综复杂，尤其是

现代社会的风险。贝克认为，风险是“指明自然终结和
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

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

险”［7］( P76)。也就是说，现代社会风险是在自然和传统
的决定权失去“无限效力”情形下的风险，具有反身性
现代性的风险。这不仅意味着个体自我掌控能力的弱
化，还意味着个体的决策、认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
同时，现代社会高度的社会分工，一方面在总体上

使得各个职业群体间的连接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在具

体层面也使得每一种职业更加独立，职业与职业间的

职责界限也相对更加清晰明确。正如涂尔干所言:“科
学被分割成为许多狭窄的研究领域，彼此毫无联系，已

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了。这恰好可以证明，一旦
这种缺乏和谐性和统一性的理论普及开来，每一种专

门科学都会具有一种绝对价值，每个科学家也会致力

于专门学科的研究，根本不考虑他服务于什么目的，发

展到什么方向的问题。”［8］( P24) 亦即社会高度分工形成
了知识隔离的严峻现实，每个人都埋头于自己特殊的

行业并把自己孤立起来。专业化的过度泛滥必然会对
社会凝聚构成一定威胁，还会带来社会协作的匮乏，专

业化功能越强，社会分解的作用就越明显，每个人也都

无可避免地沦为知识狭窄的、缺乏反思与批判精神的
“单面人”。而多重性的社会急剧转型更强化了个体片
面化的趋向。这主要表现为个体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关
系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包括个体思维方式趋向片面化、
个体社会批判趋向片面化、个体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之间出现紊乱、个体在各类社会关系的处理上趋向片
面化等方面。而个体片面化直接带来了个体风险认知
和决定能力的弱化。
在这种情况下，以专家为代表的抽象系统成为现

代社会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没有人能够完
全置身于已经包含在现代性体制中的抽象系统之外，

因为其替代迷茫的大众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不确定

性时进行思考与决策。“在前现代背景下，个人可以忽
略牧师、圣人或巫师的布道，而按照自己日常活动的惯
例过日子。但是在现代世界，就专业知识而言，事情就
不会是这样了。”［9］( P123) 如果缺少似乎可以控制当代社
会各种风险的专家体系，人们可能连最基本的安全感

都非常缺乏。但是，“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

靠性”和“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知识和技能
的准确性”并不能完全保证，故无法为整个社会控制风
险提供智慧保障，由此导致专家系统合法性的丧失，社

会污名随之而来。因而，无论“专家”被污名为“砖家”、
“教授”被污名为“叫兽”，还是“记者”被污名为“妓
者”，从受污者自身来看大多是由于其以上两点不能保
证所致。假如“专家”在知识上无法让人信任，且不能
在权力与权利的较量中保持中立，就很可能让社会公

众不信任并对其进行污名化，甚至加以抵制。正是由
于个体的自我掌控能力弱化，个体的决策、认知能力也
弱化，才产生了对社会风险的普遍担忧。

2．价值多元化与信任风险加剧
当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人们的

价值认同呈现多元化、异质化趋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价值冲突。当代中国社会是风险社会，也是陌生人社
会。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转变来
看，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
社会则是由处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之外的陌生人
组成的社会。在这个陌生人社会中，传统社会的伦理
习俗日渐式微，而且人们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标准呈现

多元化趋向。换言之，在当代中国，传统的建基于共同
体基础之上的制度体系不断瓦解，现代的基于流动社

会基础上的约束机制尚未形成，加之市场经济不断强

化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人们又不断受到来自西方的

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影
响，使得价值认同或道德标准也呈现出不同的取向，进

而渗透到具体的行为表现之中。同样是面对老人摔倒
这样的情景，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有的人

上前搀扶，并送往医院救治; 有的人会打“120”电话求
救;有的人只会在一旁观望; 有的人若无其事，视而不

见;甚至还有人站出来对施救者指指点点，对其救人善

举产生质疑，如此等等。每一种行为策略的背后都代
表着一种价值认同，显示了不同人的价值认同差异，共

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认同体系的缩影。
不可否认，多元的价值认同标准势必会产生一定

的冲突。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排除有一部
分人对发展、效率、利益、财富的追求超过对道德“正当
性”、“完善性”的关切，其价值观念严重错位，把道德责
任、理想信念、公平正义抛诸脑后，对即便通过道德越
轨或失范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也给予过度的道德宽

容，却对坚守道德且不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不以为然，

甚至不断投去道德怀疑的目光，乃至还存在对恪守道

德准则并通过自身努力去追求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
行为的普遍质疑与贬损( 如女官员、女管理者、女博士
或女公关等职业人员的成功大多会被污名或质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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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这种过度的道德宽容和普遍的道德怀疑，
无疑会引发道德冲突和社会失范，进而加重不信任与

泛污名化的发展。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陌生人
的好心存在的较为普遍的心理警惕，对主动扶起跌倒

老人的行为产生动机质疑与公众污名(“想出名”) ，或
者在危急时刻宁做看客以免被获助者以怨报德的“选
择偏好”等。价值多元化及其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增加
了信任他人的风险。

3．不信任的扩散与泛污名化的建构
上述诸因素共同导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不信任

的转移与扩散，进而形成泛污名化的普遍现象。按照
吉登斯的理解，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
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

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

则( 技术性知识) 之正确性的信念”［9］( P104)。那么，信任
包括“人对人的信任”以及“人对物的信任”，即对由象
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组成的抽象系统的信任。显然，当
代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包括人对人的不信任，更包括人

对抽象系统尤其是专家系统的不信任。究其原因，首
先，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各领域全面转型的大变革时

期，原有的作为信任基础的传统与习惯在社会剧烈变

迁中被不断否定和批判，既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受到根本性的溶蚀与消解，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和人们

“无根漂泊”的存在状态。其次，在传统的“差序格局”
中，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共同体等为核心的熟人
社会关系中，社会流动使得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所

取代。随着全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社会交往范围的
扩大和接触到的陌生群体的增多，人们之间信任关系

的建立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熟人社会的局限。正如卢
曼所说，当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时，它必然要创

造出对于信任的更大需求，但“这种需求现在越来越不
迎合熟悉。在这些环境中，熟悉和信任必须寻找一种
新的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再是建基于一个

即刻经验到的，为传统所保证的、邻近的世界
上”［10］( P37)。再者，信任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不断增
加的复杂性相适应的新基础无疑正是现代社会的契约

关系，这种建筑在法律权威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能有效

保障陌生人社会中信任关系的建构。但这种契约关系
及契约精神在目前中国并未完全有效建立起来，故而

信任危机进一步凸显，且有转移和扩散的趋势。亦即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对人的信任”逐渐被“人对系
统的信任”所取代。但当抽象系统尤其是专家系统无
法满足“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和“知识技能的准确性”双
重保证时，无疑会引发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
同理，从污名发展的层次上看，污名不再局限在对于个

人或群体的污名，而是推广到任何被认为是有危险的

事物、技术和组织甚至制度设置上来［7］。信任危机延
伸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会导致人们对政府公共权威

和制度体系的不信任，而且这种政民间的不信任继而

会转移和扩散到民民之间的不信任。
在这种信任危机情况下，人们往往通过将他者污

名化来进行自我保护、身份区隔和群体标志，形成一种
负向的自我防卫机制，致使泛污名化现象普遍出现。
污名现象增多、污名对象泛化、污名内容多样、污名关
系交错，且由突发事件引发的污名不断凸显。尤其是
当公众对某些事情的担忧或疑虑逐渐增加，又不能及

时获取权威信息、满足其知情需求时，焦虑、愤怒、恐
慌、失望的情绪在社会中弥散，公众就会尝试根据自己
的理解或相关信息对事件进行重新检视、定义和阐释，
并为之贴上“危险”、“不安全”、“不信任”的标签。当
风险事件不断发生或风险信息不断被披露而风险管理

却没有显著成效时，任何与社会风险相关的不确定性

和损失性也都会引发人们自然而然的心理恐慌与危机

预警，由此带来对与风险相关的个人、群体、组织和制
度的普遍贬损及排斥。梁秀清等认为，个体在面临威
胁性信息时潜意识地加以歪曲，以求得心理平衡，维护

自我的某种思想或情感的方式是自我防卫机制［11］。
A． Freud描述了五种不同的防御机制: 升华、移置、幻
想、否认、言语行为否认、攻击和利他性认同［12］( P24—26)。
无疑泛污名化是包含否认、言语行为否认、攻击等策略
的复合防卫机制。当人们处在社会风险情境中不能准
确做出是非判断时，往往借助赋予污名、相互污名、扩
大污名、突发污名、持续污名等泛污名化机制有意识地
提醒自己与之保持距离，强化自己对社会风险担忧的

正当性，以舒缓恐慌情绪，并形成一种防范风险、规避
风险的负向自我防卫机制。

4．信息化的张力与泛污名化的强化效应
信息化的张力进一步强化了泛污名化的影响效

应，尤其是一些新闻媒体报道的倾向性与放大效应无

形中加剧了泛污名化的发展趋向。风险有客观风险与
主观风险之别。客观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风险是一
种客观事实，“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进程的极端化
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无可质疑地让那种

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做法受到挑战，并

使它成了问题”［7］( P63)。主观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的
风险是人们心理感知和主观建构的结果，“当代社会风
险仅仅是被觉察、被意识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13］( P26)。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社会风险既意味着在科学

技术高度发达、“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之后出现的现
实问题，也意味着人的决策、认知的不确定增加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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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不确定性又受到网络虚拟
化和现代新闻媒体报道的倾向性的影响。
互联网不仅使信息出现了即时化，而且还带来了

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变化，即社会的虚拟化。信息的
即时性使虚拟事件本身即成为信息，其背后因素被遮

蔽，人们不再被现实所掌控，而是根据虚拟的“眼见为
实”形成认知，并加以判断。而且，信息的爆炸使人们
处理信息的难度增加，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弱化。同时，
社会由于其虚拟性，个体毫无责任可言，造就了一个不

负责任的社会，使人在现实社会中责任意识下降，甚至

行为失控，给社会带来很大风险。新闻媒体作为信息
传播的主要途径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本应通过信息整

合和调查分析尽可能还原事件原委，反映社情民意，进

行舆论导向、价值引导和社会监督，培养公民的主体意
识和参与精神。而在实际生活中，有的新闻媒体却经
常选择新鲜、离奇的社会事件或风险进行报道，以吸引
大众眼球，并用个案培育刻板印象，继而影射整个群

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不断重复或强化具有某

种倾向性的观点，从而放大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加剧了

信任危机与泛污名化的发展。
总之，泛污名化是风险社会中信任危机的一种表

征。因此，应强化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管理，注
重对主流价值体系的建设和引导，规范对社会风险的

应急处置和信息通报。同时，有效平衡利益格局，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创置信任

的顶层设计与机制安排，构建符合流动性社会的基于

契约基础上的信任制度体系，将会对规避和消解泛污

名化起到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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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Stigmatization: a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a Risk Society

ZHANG Yu，YANG Cai － yun
(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In the rapid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tigma is becoming a serious phenomenon． There has
appeared a pan － stigmatization trend，specifically including that stigma phenomenon increase; stigmatized ob-
jects are constantly generalized; stigmatized contents are gradually varied; the stigma relations become even
more staggered and complex． And at the same time，pan － stigmatization also shows new features: general
stigma，staggered stigma，implicit stigma，the sudden stigma with normal stigma coexist，public stigma and
self － stigma separation． These are due to that individuals need to tak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isk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and a high degree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modern society brings to knowledge isolation，weak-
ening individuals＇ cognitive ability and decision － making ability to the risk． Meanwhile，factors，like value
conflicts in stranger society and ten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crease the transfer and diffusion of dis-
trust，contributing to a serious pan － stigmatization tendency．
Key Words: Stigmatization; Pan － Stigmatization; a Crisis of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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